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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低碳燃料法规对中国航运业的影响及解困之道

张丽英，苗文卿
（中国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碳减排在航运业中起步较晚，近年来才受到关注。 虽然 ＩＭＯ 已进行了航运碳减排安排，但因缺少操作性

和惩罚性措施而效果欠佳。 欧盟的航运碳减排措施远超 ＩＭＯ 的航运碳减排安排。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欧盟 ＦｕｅｌＥ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法规正式出台，该立法从技术层面赋能国际航运碳减排，具有正面效应；但这一规则门槛高、实践性弱、合规

义务分配不公，又可能引起绿色贸易壁垒和市场分层等负面效应。 航运是跨国际、跨地区的复杂商业活动，立法、执
法和政策支持等多维度措施共同推进将有利于平衡航运、碳减排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中国有必要积极输出立

法方案，推行分层履约机制，平衡技术性措施、营运性措施和市场性措施，敦促国际社会共同构建符合 ＩＭＯ 航运碳减

排框架的多元化减排机制，以应对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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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 １３０ 个国家和地区

作出减少碳排放、实现碳中和的承诺，①国际通行做

法是减少产品或服务生命周期全过程中的碳足迹。

在全生命周期内，运输是产品或活动排放二氧化碳

数量相对较多的一个环节。 根据国际海事组织（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简称 ＩＭＯ）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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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航运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 ２％，航运业碳排放问题突出。①

法律制度与政策应当与航运碳减排的 “新风

向”相适应。 随着国际碳减排工作逐步覆盖到全行

业各领域，航运碳减排进入到国际构建与实践阶段。
鉴于航运业具有国际性、系统性的特性，《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
授权 ＩＭＯ 对航运碳减排作出全球性安排。 然而，欧
盟等对 ＩＭＯ 的减排进程和减排措施存在强烈不满，
有意推行超越 ＩＭＯ 的碳减排安排，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欧盟委员会提交了 ＦｕｅｌＥ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立法草案。②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ＦｕｅｌＥ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法规（简称“燃
料法规”）在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并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燃料法规”将成为欧盟航运业碳减排

的强制性标准，故而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解读，以期

对中国航运碳减排事业提供有益参考。

一、“燃料法规”出台的动因

（一） ＩＭＯ 碳减排安排的缺陷

随着航运碳排放过量问题日益严重，如何构建

航运碳减排路径成为航运污染治理方面的新焦点。
现行强制性污染治理的国际公约大多解决特定的、
传统的大型船舶事故所导致的大型环境污染问题，
且大多出台于事故之后，如《１９６９ 年国际油污损害

民事责任公约》诞生于“托利·勘庸”号泄漏事故之

后，专门解决国际油污排放问题。③ 这些公约对碳

排放问题关注较少且内容大多为指导性的，应对碳

排放量过高的大气污染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无法

依据现行公约构建航运碳减排路径。
在此背景下，ＩＭＯ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航运碳减

排规范、提案与指南，初步形成了 ＩＭＯ 的脱碳路径。

首先，ＩＭＯ 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通过了《国际海事组

织关于减少船舶温室气体排放的初步战略》 （ Ｔｈｅ
ＩＭＯ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简称《初步战略》），初步规划了航运

碳减排的目标，将航运碳减排措施定位为技术性、营
运性和市场性三类，并就技术性和营运性措施作了

安排，包括规范船舶的能源效率管理计划以及碳强

度指数等。④ 其次，ＩＭＯ 在《初步战略》之后持续地

丰富碳减排安排，提出了关于推行燃料电池的草案

和推广液化天然气 （ Ｌｉｑｕｅｆｉ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简称

ＬＮＧ）、氢气等新型燃料的提案。⑤ 最后，ＩＭＯ 的脱碳

路径保留了市场性措施的空白，仅定位了市场性措

施的合理性地位，这是因为 ＩＭＯ 认为实施市场性措

施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并未出台相关安排。⑥

ＩＭＯ 的上述脱碳安排呈现出以下特点：从性质

上看，ＩＭＯ 制定的战略、提案和草案以非强制性规范

为主，尚未形成统一的强制性公约；从内容上看，整
体呈现出基础、缓进的特点，规则留白较多，技术性

和营运性措施均是指标性的规定，没有对旧船淘汰、
新船减排创新等实质性减排措施作出安排，也没有

惩罚性措施予以配合；从效力上看，措施实施强度

弱，市场响应动力不足，实施效果不佳。⑦ 总体来

说，ＩＭＯ 的碳减排安排呈现出有整体目标但实质性

措施不足、技术性规则不足且市场性规则空白的特

点，导致其引领性和实践性较差。
（二）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规制航运碳减排的

局限性

欧盟自 ２００５ 年起实施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ｅ，简称 ＥＵ⁃
ＥＴＳ）。 这一机制为欧盟各成员国设立了碳减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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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至 ２０１８ 年间，国际海运碳强度降低了约 １１％，但温室气体年排放量从 ９．７７ 亿吨增加到 １０．７６ 亿吨。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随着海运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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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９ ／ １６ ／ ＥＣ，访问网址：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ｏ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ＳＴ⁃１０３２７⁃２０２１⁃ＩＮＩＴ ／ ｅｎ ／ ｐｄｆ。

参见张湘兰、徐国平：《船舶油污自然资源损害赔偿：法律制度障碍的跨越》，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 ２ 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版，第 ３６ 页。

ＩＭＯ 称，国际海运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快达到峰值，到 ２０５０ 年，温室气体年度总排放量与 ２００８ 年相比至少减少 ５０％，并提出了短期、中
期和长期措施以完成碳减排目标。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ＭＯ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ＩＭＯ（１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２５０＿ＩＭＯ％２０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ａｌａｎｏａ％２０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１８．ｐｄｆ．

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ｇｏ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ｓ，７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ＣＣＣ ７），６⁃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ＩＭＯ（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ｏ．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ｉｅｓ ／ Ｐａｇｅｓ ／ ＣＣＣ⁃７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ｐｘ．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ＭＯ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ＧＨ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Ｓｅｃｔｏｒ，ＩＭＯ（１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 ２５０＿ＩＭＯ％２０ｓｕｂ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ａｌａｎｏａ％２０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０１８．ｐｄｆ．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在全球现役船队（散货船、油轮和集装箱船）中，超过 ７５％的船舶不符合船舶能效设计指标和现有船舶能效指标。
Ｊｏｅｙ Ｄａｌｙ，ＥＥＸＩ：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Ｖｅｓｓｅｌ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ＶＶ Ｂｌｏｇ（２０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ｖｅｓｓｅｌｓｖａｌｕｅ．ｃｏｍ ／ ｅｅｘｉ⁃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ｖｅｓｓｅ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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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并实施欧盟内部碳减排分担协议，通过碳交易的

方式促使成员国控制排放总量，其主要目的是实现

经济成本控制层面的碳减排。 随着多层级、宽领域

的发展与完善，这一交易机制已体系完备、相关市场

活跃。①

欧盟早已有意将海运也纳入 ＥＵ⁃ＥＴＳ 框架内。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欧盟修改了 ＥＵ⁃ＥＴＳ 关于航运碳

减排的提案，欧盟将分阶段、分层次实施航运业碳排

放配额的方式改为直接在 ２０２４ 年将航运业纳入碳

交易体系的模式。 但是，单靠 ＥＵ⁃ＥＴＳ 并不能完全

解决航运碳排放过量的问题，一方面原因是单边交

易定价与国际多边市场兼容性差，进一步扩大全球

碳减排谈判“鸿沟”；另一方面原因是市场性措施只

能增强碳减排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定价交易的方式

激励各国和企业自主减排，但对具体减排措施在所

不问，致使船方可能通过绕航、在特定港口更换船舶

等方式规避执行 ＥＵ⁃ＥＴＳ，②削弱了“开源节流”措施

的实际规制效用。
（三）出台“燃料法规”以完善欧盟碳减排体系

为了加快航运碳减排进程，欧盟制订了超出

ＩＭＯ 航运碳减排安排和 ＥＵ⁃ＥＴＳ 机制的技术性

措施。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揽子立

法建议 Ｆｉｔ ｆｏｒ ５５，ＦｕｅｌＥ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立法草案是其组

成部分，目标是通过其技术性措施专门规制航运碳

减排中的燃料问题。 经过两年的谈判，该草案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成为正式的“燃料法规”。 “燃料法规”
共 ３２ 条外加 ５ 个附件，对航运碳减排计划进行了全

面的安排。 首先，在燃料的使用上，要求进入欧盟的

大多数船舶使用低碳或者零碳燃料，③停靠港口时

应当使用岸电；④其次，在监测上，欧盟将建立独立

的报告、监测与验证系统监测船舶执行本法案；⑤最

后，在惩罚上，对不合规的船舶企业进行惩罚。⑥ 除

此之外，法案还产生了其他边际效应，即要求引入低

碳或者零碳燃料会引导船舶对燃料储存装置进行规

模化改造，对船员也提出了新的操作规范要求，如熟

悉燃油储存、转化等操作。

与 ＩＭＯ 的碳减排安排相比，欧盟的航运碳减排

计划从使用的燃料入手进行规制，更具针对性，建立

报告、监测和验证系统的设计体现出欧盟严格执行

“燃料法规”的决心，明确的各方义务要求和惩罚机

制则使该计划长了“牙齿”。 总体来看，“燃料法规”
是一部单边立法，其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制度

内容全面且创新性强，从船体、燃料和操作等多个层

面推动技术突破，不仅能够更快速地建立起航运碳

减排规范路径，还会推动其他国家建立本国的绿色

航运制度以寻求与欧盟进行等效豁免；另一方面，超
前的单边立法可能带来绿色贸易壁垒，还可能导致

ＩＭＯ 的立法与规划被架空。 笔者将对这种双重效应

展开分析。

二、“燃料法规”的亮点与不足

（一）制度设计的创新之处

１．创新性地采用燃料措施助力碳减排

燃料是船舶航行的动力，航运碳排放的主要排

放源即为燃料燃烧排放，解决排放问题是根本性的

“节流”措施。 然而，由于 ＩＭＯ 长期处于规制迟滞状

态，对规模化改造和技术创新处于观望状态，国际上

一直没有出台有强制执行力的燃料减排的相关

措施。
“燃料法规”的出台创新性地改变了这一现状，

其从船舶使用的燃料入手，以强制的方式要求船舶

更换燃料以减少燃料燃烧的碳排放。 “燃料法规”
要求船舶使用低碳燃料和可再生燃料，并指导船舶

进行岸电改造，确保到 ２０５０ 年时航运业完成从化石

燃料到可持续燃料的转变。 这种技术性措施将刺激

低碳和零碳的海洋燃料的开发和使用，促进新船舶

进行技术创新，督促现有船舶更换设备和引入低碳

和零碳燃料，更新航运供应链和价值链，有望从根本

上减少航运碳排放。
同时，为了真正实现碳减排的目标，“燃料法

规”设置了广泛的规制范围和较高的减排标准。 一

方面，“燃料法规”涵盖范围广，要求大多数船舶为

航运碳减排作出贡献。 根据“燃料法规”第 ２ 条，其
管辖的船舶的范围为任何船旗国的 ５ ０００ 吨以上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范晓波：《碳排放交易的国际发展及其启示》，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第 ８２ 页。
参见覃华平：《欧盟航空减排交易体制（ＥＵ ＥＴＳ）探析———兼论国际航空减排路径》，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第 １１７ 页。
“燃料法规”第 ２ 条规定了该法案适用的船舶范围。 “燃料法规”第 ４ 条规定了船舶所使用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在 ２０２５ 年减少

２％，到 ２０３０ 年减少 ６％，最终到 ２０５０ 年减少 ８０％。
“燃料法规”第 ６ 条规定，自 ２０３０ 年起，船舶停靠港口时必须使用岸基供电作为能源。
“燃料法规”第 ７ 条至第 １０ 条规定了监管计划，第 １１ 条至第 １４ 条规定了对监管情况的验证与认定，第 ２８ 条至第 ３０ 条规定了授权及

执法权力主体和执法内容。
“燃料法规”第 ２３ 条规定了惩罚性措施以及对惩罚收入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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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航程涵盖驶向、停靠和驶离成员国港口的各

程，允许例外的范围较小。① 另一方面，对于管辖范

围内的船舶，“燃料法规”减排比例要求较高，敦促

其作出实质性改变。 “燃料法规”要求航运业燃料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在 ２０５０ 年降低 ８０％，在立法草案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 ５％。 对于无法达到减排要

求的不合规行为，“燃料法规”设置了较高的处罚，
且通过设置倍数罚款的方式阻止多个周期的连续不

合规行为，体现了欧盟在推行燃料技术性措施方面

的决心。
２．创新性地采用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计算方式

碳足迹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仅计算燃料使

用过程的模式（ ｔａｎｋ⁃ｔｏ⁃ｗａｋｅ），另一种是全生命周期

计算模式（ｗｅｌｌ⁃ｔｏ⁃ｗａｋｅ）。 现行规制大多采取的是

仅计算燃料使用过程的模式，即仅关注从燃料开始

投入使用直至燃烧完成的过程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也就是下游排放。 但是，由于目前的清洁燃料制备

过程并非完全的“绿色”制备，往往会采取将石油等

化石燃料催化裂化的燃料生产方式，生产之后还要

进行运输，忽视生产、制备和运输过程中的上游排放

将导致碳足迹计算不准确、碳减排不彻底等问题，仅
计算燃料使用过程的模式是一种片面的排放计算

范式。②

相较之下，全生命周期的计算方式则更为准确。
欧盟此次立法采用的就是这种计算方式，即计算从

燃料生产到燃料燃烧全过程的碳足迹。 对于新型燃

料而言，这两种计算方式将产生较大不同，比如在全

生命周期计算方式之下，电解甲醇比工业甲醇的碳

足迹更低，是更为清洁的选择。③ 这是一种更加严

格的碳排放计算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延伸规则，将迫

使燃料制备过程也进行技术创新，全链条式地进行

减排。④ 实际上，“燃料法规”的这种碳足迹计算方

式也顺应了 ＩＭＯ 的立法趋势。 此前，ＩＭＯ 一直采用

的是仅计算燃料使用过程的碳足迹计算方式。 但

是，ＩＭＯ 早已计划将制备阶段的碳排放计入燃料碳

足迹的计算中，有意将碳足迹计算方式转变为全生

命周期计算方式。⑤ 欧盟此次立法采用的计算方式

则可以被视为是 ＩＭＯ 规则的领跑示范。
综上所述，“燃料法规”的创新性制度设计有利

于推动国际航运碳减排。 同时，“燃料法规”既填补

了 ＩＭＯ 的规则空白，又顺应了 ＩＭＯ 的立法趋势，有
利于实现规则融合和规则取代，降低过度规则博弈

的可能性。
（二）超前规范导致规则操作性差

在规则创新的同时，“燃料法规”的规制模式可

能会限制规则的可实践性。 “燃料法规”采取的规

制方法是目标导向型立法，制定的规则属于技术中

立规则。 所谓目标导向法，是指在技术性规范中，仅
明确总体目标，但是不制定与目标有关的技术标准；
同时，在规范中引入等效设计标准，许可达到同样标

准的各类设计，是一种较为新颖的国际立法模式。
“燃料法规”的形成过程即为先制定目标、后关注技

术，仅要求“船舶航行和停泊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符

合最大限度要求”，⑥没有对低碳燃料和零碳燃料的

种类和比例作明确限制，也并不规定船体的设备技

术改进要求、燃料的选择要求、燃料供应商的选择标

准等，具体的技术更新措施交由市场主体决定。 这

种规范方式表面上将放松技术要求和燃料要求，为
船舶改造和燃料选择提供较大的灵活性。 但是，这
种方式很容易形成超前规范，实践性较差。

操作性和实践性差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是燃料的可得性难题。 可能符合“燃料法规”要求

的燃料大多是生物燃料、氢燃料或者电燃料，这些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燃料法规”第 ２ 条规定：“本规例适用于以下总吨位在 ５ ０００ 吨以上的所有船舶，不论悬挂何种船旗：（ａ）中途停留在欧盟成员国管辖
权范围内的港口期间使用的燃油能耗，（ｂ）从一个欧盟成员国管辖权范围内的中途停靠港口驶入另一个成员国管辖的中途停靠港之间的全部
能耗和，……（ｄ）从欧盟成员国管辖的中途停靠港驶离至最后一个或下一个第三国管辖的停靠港的能耗的一半。”

Ｇａｎｇ Ｎａｍ Ｌｅｅ，Ｊｏｎｇ Ｍｕ Ｋｉｍ，ｅｔ 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ｈｉｐ Ｆｕｅｌｓ （ＭＧＯ，ＬＮＧ，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ｆｏｒ
１７０ ＧＴ Ｎｅａｒｓｈｏｒｅ Ｆｅｒ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Ｖｏｌ．１０：７５５，ｐ．７５５（２０２２） ．

Ｄｉｏｇｏ Ｋｒａｍｅｌ，Ｈｅｌｅｎｅ Ｍｕｒｉ，ｅｔ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 Ｗｅｌｌ⁃ｔｏ⁃Ｗａｋ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ＥＡＭ Ｍｏｄｅ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５５：１５０４０，ｐ．１５０４７（２０２１） ．

参见“燃料法规”前言第 ３１ 段，该段称“对可再生和低碳燃料将采用‘ｗｅｌｌ⁃ｔｏ⁃ｗａｋｅ’模式，这种模式将涵盖‘ｗｅｌｌ⁃ｔｏ⁃ｔａｎｋ’和‘ ｔａｎｋ⁃ｔｏ⁃
ｗａｋｅ’阶段的碳排放”。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至 １５ 日，ＩＭＯ 曾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讨论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 ／ 碳强度的计算方式。 自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ＩＭＯ 减少船舶
温室气体排放闭会期间工作组（ＩＳＷＧ⁃ＧＨＧ １１）会议之后，ＩＭＯ 称将推出“适用于所有类型燃料的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 ／ 碳强度指南，以便应对
有效采用替代性低碳和零碳燃料的实施方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ＧＨＧ ／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Ｆｕ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ＩＭＯ（１９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ｏ．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Ｃｅｎｔｒｅ ／ Ｐａｇｅｓ ／ ＷｈａｔｓＮｅｗ⁃１６０３． ａｓｐｘ；Ｃｈａｒｌｉｅ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ＩＭＯ Ｍｏｖ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Ｗｅｌｌ⁃ｔｏ⁃Ｔａｎｋ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Ｔｈｅ Ｌｏａｄｓｔａｒ（２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ｌｏａｄｓｔａｒ．ｃｏｍ ／ ｉｍｏ⁃ｍｏｖｅｓ⁃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ｗｅｌｌ⁃ｔｏ⁃ｔａｎｋ⁃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如 ２０３０ 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额应当比 ２０１５ 年（８７ｇ ＣＯ２ｅｑ ／ ＭＪ）下降 ７． ４％等，其他数据可参见欧盟委员会发布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Ｆｕｅｌ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简称《欧盟委员会“燃料法规”影响评定工作报告》），第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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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目前的可获取性非常有限，这种从目标入手的方

式忽视了规范的可行性。 为了保证规则的确定性，
如若不限制燃料种类，则减排强度标准就应当实现

统一，而目前生物燃料等燃料的碳排放强度本身取

决于排放生命周期评估，这一标准并未实现全球统

一，实践中仍存在全生命周期计算方式和燃料使用

过程计算方式两种标准。 其次是船舶技术创新困

境。 燃料与技术是相互依存的，例如，有些生物燃料

可能会腐蚀和磨耗运输材料，①有些零排放燃料储

存条件苛刻，一旦不满足要求就可能发生危险，所以

对于燃料的安排、安装、控制和监管都需要船舶供油

系统和船舱设备作出技术改进。 而欧盟没有探讨出

这样的技术标准以供参考，形成了仅关注燃料而没

有对应的船舶改造标准的局面，导致船公司可能会

误判这一规则的规制趋势，例如，船舶依据特定燃料

进行改造后发现所选燃料与欧盟的合规要求不符，
会导致船东迷失在较高的船舶改造成本和有限的燃

料选择中。 因此，在目前燃料规则实施的初步阶段，
缺乏配套性指导和技术改造指南的规则很难“落

地”，是超出现状的“空中楼阁式”规定。
从最终的实施效果来看，由于这种规范是单边

的，且没有相应的技术指南配合，这种规范倾向将会

便利欧盟内部立法主体和内部航运企业制定技术指

南和技术创新标准，而欧盟外部主体参与性弱，会导

致产生规范解释和适用的内外差异性和不稳定性。
这一立法会逐步失去鼓励技术创新发展的“光鲜外

壳”、露出技术标准垄断的本色。 由于欧盟的技术能

力本身较高，这种技术标准垄断将为欧盟内部带来

贸易保护经济效益。 换言之，这种目标导向型规则

本应当是多边的、开放的、且有技术指南相配合的，
适格的规范主体应为 ＩＭＯ，而非欧盟。

（三）导致不正当融资和市场机制竞合

在规制燃料减排之余，“燃料法规”还构建了一

种市场性机制，即建立合规池，通过池内船舶自愿转

移剩余配额和补偿配额的方式在多条船舶或者多个

船公司之间实现碳减排目标，形成了一个与燃料相

关的能效交易系统。②

这种规范强化了规则的市场性色彩，使燃料选

择问题向市场交易的方向演变。 这一交易机制的本

意是为某些缺乏新技术和燃料供应的船舶提供自由

进入欧盟港口的机会，例如某些班轮运输船舶可能

会有更加完善的技术和长期可靠的燃料供应，则其

多余的减排配额即可出售给某些程租船舶，为后者

减少升级技术和寻求燃料供应的成本。③ 但是，这
种机制可能会成为前者的新型融资方式，④使得这

些拥有先进技术的船队依靠这些融资不断升级技术

和改进燃料；同时，对于程租船船队，尤其是旧船船

队而言，它们可能不愿意进行技术更新，转而将技术

创新的成本均摊在购买配额中。 总之，规则本身的

燃料减排效力会转化为促进市场交易、刺激市场竞

争之效，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达到实质性解决燃料问

题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燃料法规” 构建的市场机制与

ＥＵ⁃ＥＴＳ 并行，碳配额交易和燃料减排配额交易将同

时存在于碳交易市场中，二者之间存在竞合，难以在

碳配额交易和燃料减排配额交易之中独立选择。 这

种双重机制只会加重市场主体负累，并为欧盟带来

更多不正当“绿色”财政收入。
（四）燃料合规义务过重且分配不公

“燃料法规”明确了燃料更换与替代义务的履

行机制，将燃料选择义务和燃料合规义务均附加给

船方，而非附加给燃料供应商。⑤ 这一合规义务的

具体内容是要求船方证明燃料是符合要求的，或者

燃料温室气体排放生命周期评估是符合要求的。⑥

实际上，由船方证明燃料合规是对义务和责任

的转移，间接推动了欧盟的管辖权适格化。 从制度

设计层面上看，燃料生产商有义务保证燃料来源、燃
料质量，燃料生产商应当向船东证明燃料合规，船东

仅负责向港口方提供燃料合规证书等证明船舶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瑾、邬建国：《生物燃料的发展现状与前景》，载《生态学报》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３４６ 页。
参见“燃料法规”第 ２０ 条至第 ２１ 条。
《欧盟委员会“燃料法规”影响评定工作报告》提出：“这种激励机制的目的是促进超额完成减排任务，并鼓励开发更为先进的零排放

技术。 这种激励机制包括评定零排放解决方案以及自愿转移和补充余额机制。”参见《欧盟委员会“燃料法规”影响评定工作报告》，第 ４１ 页。
《欧盟委员会“燃料法规”影响评定工作报告》也提到这种激励措施将优化船舶层面的投资。 参见《欧盟委员会“燃料法规”影响评定

工作报告》，第 ４１ 页。
“燃料法规”第五章规定的合规义务的主体为公司（ ｃｏｍｐａｎｙ），根据第 ３ 条对“ ｃｏｍｐａｎｙ”的定义，“ ｃｏｍｐａｎｙ”指的是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１５ ／ ７５７ 第 ３ 条 ｄ 款规定的定义，即“船舶所有人或任何其他已向船舶所有人承担船舶经营责任的组织或个人，如船舶经营人或光船承
租人”。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ｈｉｐｏｗｎ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Ｓ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ＣＳ），Ｆｕｅｌ ＥＵ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Ｍａｙ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ｃｓ⁃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５ ／ ＦｕｅｌＥＵ⁃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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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以便平衡船方和燃料供应商的义务。 而“燃料法

规”这一制度设计，要求船东自行核查燃料、自行提

供燃料合规证明、替代性地承担燃料合规义务。 从

现实层面上看，船方对燃料的控制能力远弱于燃料

供应商。 如果由船方选择燃料供应商并由船方自行

提供燃料合规的证明文件，一方面，船方难以准确判

断燃料供应商提供的燃料属性和实际排放，这种合

规义务干涉了船方与燃料供应商之间的自由市场安

排，强行附加给船方了解各类船舶性能、为船舶选择

合适能源的义务；另一方面，可能干涉船方对燃料的

选择，导致船方仅能够选择欧盟内的燃料供应商，以
确保其加注的燃料符合欧盟的要求，阻碍了其他地

区燃料供应商的发展。 而如果由燃料供应商处理上

述事项，则对航运市场和外部燃料市场而言阻碍都

将会更小。 另外，其他与燃料相关的规则确有将合

规义务附加给燃料供应商的先例，以使合规义务分

配更加公平，如《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ｐｓ，简称 ＭＡＲＰＯＬ）附则 ＶＩ 即规定，主管机

关要求当地燃油供应商提供燃油符合该附则要求的

证明文件，①但是欧盟此次规定却反其道而行之。
从规则的本质上来看，欧盟要求船东承担这一合规

义务的实质原因是对长臂管辖的规避，欧盟对域外

燃料供应商没有跨境管辖权和执法权，但是有权对

进入欧盟的船舶进行属地管辖，从而督促域外的燃

料供应商按照欧盟内部的标准进行燃料生产与

制备。
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对合规义务的审查，“燃料

法规”要求船舶对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情况进

行监测、报告。 但是，ＩＭＯ、欧盟此前均已经建立了

正在运行的泊位到泊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报告系

统，②若根据“燃料法规”再次引入一个单独的报告

与验证系统，将导致船方驶入欧盟港口时需要进行

三次报告，过分加重了船方的报告义务。③

（五）导致能源垄断和市场分层

对于国际燃料市场而言，在燃料可获得性方面，

“燃料法规”没有规定燃料标准，也没有提供相关指

南，因此燃料供应链没有受到限制，燃料供应链透明

度问题也没有得到关注。 这种做法可能破坏燃料市

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导致出现部分强势燃料供应商

挤占市场、欧盟内部燃料供应商排挤欧盟外部燃料

供应商以及欺诈船方等扭曲燃料市场的情形。 燃料

供应商与船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供求关系，燃料

市场扭曲问题将影响航运市场。 由于欧盟内部燃料

市场必然更先达到欧盟提供的燃料合规标准，因此

可能会出现欧盟内部的能源垄断。 吨位较大、航程

较长的远洋船舶需要的燃料较多，航行中加注需求

高，但是获取合规燃料的困难大；而航行在欧盟内部

的载重吨位较小、航程较短的船舶使用的清洁燃料

较少，且在欧盟内部更易完成加注。 部分远洋船舶

可能因合规燃料获取难度大而无法进入欧盟，最终

导致航运业双层市场的分化。

　 　 三、“燃料法规”对中国航运市场的辐射
影响
　 　 （一）国内规则缺位导致航运企业进退两难

由于“燃料法规”较为超前，这些措施的实施将

引起对全球大部分船舶和燃料的规模化改造，中国

作为航运大国、对欧盟贸易大国，必然也要参与其

中。 然而，由于国内和欧盟在技术与规范方面均存

在明显差距，过早地履行“燃料法规”的要求将导致

中国航运业被迫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
一方面，中国的制度、技术和激励措施均未达到

与欧盟相匹配的层级，航运企业“进路”难寻。 国内

的航运企业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其只有符合“燃料法

规”的要求，才能停靠欧盟港口。 而目前，国内的现

实环境导致航运企业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制度、技
术和激励措施三者之间应当是彼此关联、相互促进

的关系，三者将共同促进航运业燃料减排转型，而中

国目前尚处于三者之间联系弱、缺位多的局面，导致

仅靠航运企业的努力很难实现燃料合规。 船舶所需

要的新型燃料属于高成本原料、燃料加注设施属于

高投资基础设施，企业的投资动力不足、自发性弱，

①

②

③

ＭＡＲＰＯＬ 附则 ＶＩ 第 １８．９ 条规定：“缔约国应承诺其指定的主管机关……要求当地供应商提供符合本条要求的燃油交付单及样品，并
由燃油供应商提供该燃油符合本附则第 １４ 条和第 １８ 条要求的证明文件……对所供燃油与燃油交付单所述内容不符的燃油供应商采取适当
措施。”

自 ２０１８ 年开始，使用欧洲港口的总吨数超过 ５ ０００ 吨的船舶，每航次和每年都要监测和报告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欧盟的监
测、报告和验证（ＥＵ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简称 ＭＲＶ）系统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每年 ４ 月 ３０ 日报告。 ＩＭＯ 的
数据收集系统（ＩＭＯ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简称 ＤＣＳ）要求 ５ ０００ 总吨以上的船舶报告所有国际航行中每一种燃料油的消耗数据、航行时间和
航行距离。 与欧盟 ＭＲＶ 系统不同的是，ＩＭＯ 的 ＤＣＳ 包括船舶进行的任何海上活动，包括疏浚、铺设管道、破冰、捕鱼和离岸。 ＤＣＳ 由 ＭＥＰＣ．
２７８（７０）号决议通过，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生效，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报告。

“燃料法规”第 ９ 条要求生物燃料、沼气、非生物来源的可再生液体和气体运输燃料以及循环碳燃料等应符合《可再生能源指令》的相
关规定，并由企业提供准确可靠的碳排放强度数据，由欧盟有关部门实施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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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规则先行规制和激励。 然而，除了为新型

燃料制定水上加注方式的设计标准外，中国在新型

燃料加注站建设、审批和供应等方面都处于规则缺

位的状态，也没有相关政策激励。 在规则要求和法

律促进均不足的局面下，燃料企业自然没有动力加

大对新型燃料的投入。 同时，由于没有规则的预先

规制，中国并未推行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计算方式，
也没有在用船与新船统一的计算标准，①导致航运

企业只能选择特定加注，加注成本高。
而另一方面，航运企业贸然按照欧盟标准改造

后“退路”不足。 “燃料法规”的出台现实地附加了

燃料合规性审查的义务。 由于航运是全球性的，船
舶在整个航程中必然要以最高的减排标准作为本船

的合规标准，这种现实将触发欧盟规则中的长臂管

辖。 因此，中国的航运企业目前被迫根据欧盟的区

域性法规导向判断全球燃料减排倾向，但是这将导

致中方企业“退路”不足，原因是：随着国际多边措

施和中方措施的完善，航运企业可能会受到规则博

弈的辐射影响。 如果中方或者 ＩＭＯ 的规则与欧盟

的规则导向不同，例如未来可能主推采用轻质船体

材料、降低航速等方式减排，则会导致出现航运企业

错误判断减排倾向、船舶改造技术参数或者燃料选

择不符合国际规则的情况，使得目前按照欧盟规则

所进行的规模化改造成本付之一炬。
（二）旧船船队存在多重履约困境

新燃料的推行还需要对船舶进行改造，如对船

舶动力系统进行升级改造等。 中国是老旧船比重较

大的国家，②老旧船改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于

现在海运运力过剩，旧船船队如果没有及时追赶碳

减排标准则会阻碍其参与国际贸易。
究其原因，由于规范本身不明确，“燃料法规”

未将碳减排义务明确分配到每一方，而是由航运公

司和合同安排决定，③则在船东和承运人之间会出

现船舶碳减排义务分配的漏洞：首先，对于老旧船船

东而言，精进船舶设备就需要在更新设备后的几年

内提高租船定价，根据测算，当柴油与 ＬＮＧ 的差价

低于１ ０００元 ／吨时，３００ 吨级别以上船舶“油改气”

投资回收期将达到 ８ 年以上，由于承租时间有限，大
部分船舶承租时间集中在半年到一年之间，④难以

满足对船舶进行结构性改造的成本回收期，因此更

需要船东在提供更加符合低碳标准的船舶与节约成

本之间进行平衡，否则可能丢失部分商业合同。 同

时，由于养护、管理船舶投入较多的一般为大型航运

公司，其成本回收期长；而部分小型船舶公司可能对

市场响应较快，船舶较少，投入成本也较低，成本回

收期反倒较短，因此可能出现小型船舶公司挤占市

场的情形。
其次，分担机制导致各方碳减排义务的履行存

在冲突。 对于老旧船而言，改变燃料和改造技术的

成本均较高，这些成本必然会在船东和承租人之间

进行分配或者转移。 由于承租人和船东之间的期租

合同中一般存在燃料费用由承租人承担、船舶资本

和维护费用由船东或经营者承担的分担机制，在这

种机制下，为了满足碳减排要求，可能在到底是要求

承租人购入更加符合标准的燃油还是要求船东或者

经营者购买“燃料法规”所说的市场性配额这一问

题上出现分歧。 相应地，二者之间对合规义务的履

行将会存在矛盾。 如果因为合规义务履行不足导致

船舶受到处罚或者船舶年度评级过低，将增加船东

出租船舶的难度，导致最终由船东来承担分担机制

的不利后果。
最后，船舶不适航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 如果

燃料问题进一步导致船舶不适航，则不适航的责任

承担问题将产生大量争议。 原因是这种不适航可能

是由于船东出租的船舶不符合碳减排设备要求，如
没有安装符合要求的脱碳塔等，也可能是由于承租

人选择的船舶燃油不符合标准等导致碳排放增加。
在海运运力已经过剩的情况下，货主和承运人

可能倾向于选择改造较早、成本回收剩余较少的船

舶，这些优势选择将导致老旧船队的市场份额不断

被挤占。
（三）出现中欧贸易壁垒等负面连锁反应

前述负面效应和不利影响的叠加将引发恶性连

①
②

③
④

参见李雯、孙晓伟、李海波：《我国船舶碳排放监管现状及监管体系构建研究》，载《中国水运》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２３ 页。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沿海省际运输干散货船中老旧船舶（船龄 １８ 年以上）数量占总艘数的 １１．５％；沿海省际集装箱

运输船舶中老旧船舶（船龄 ２０ 年以上）数量占总艘数的 １１．８％；沿海省际油船中老旧船舶（船龄 １２ 年以上）数量占总艘数的 ３８．３％；沿海省际
运输化学品船中老旧船舶（船龄 １２ 年以上）数量占总艘数的 ４７．５％；沿海省际液化气船中老旧船舶（船龄 １２ 年以上）数量占总艘数的 ５０．７％，
总体比例较高。 参见《２０２１ 年沿海省际货运船舶运力分析报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ｘｘｇｋ．ｍｏｔ．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２０ ／ ｊｉｇｏｕ ／ ｓｙｊ ／ ２０２２０３ ／ ｔ２０２２０３０２＿３６４３９５２．ｈｔｍｌ。

参见“燃料法规”前言第 ６３ 段。
Ｎｉｓｈａｔａｂｂａｓ Ｒｅｈｍａｔｕｌｌａ， Ｓｏｐｈｉａ Ｐａｒｋｅｒ， ｅｔ ａｌ．，Ｗｉ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ａ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ｉ⁃

ｃｙ， Ｖｏｌ．６：１， ｐ．６（２０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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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反应，最终出现零和博弈的局面。 航运碳减排本

应是国际联合行动，但是超前规范、燃料选择困境、
老旧船队淘汰问题、市场扭曲问题和合规义务的贸

易保护色彩等最终将导致中欧进出口之间的贸易壁

垒、贸易保护无效和区域内损失。
“燃料法规”的弊端和负面效应之间是彼此关

联的：超前规范和不合理的合规义务安排将在燃料

的成本、可获得性和技术标准方面带来许多难题；这
些难题将产生双面影响，一方面为欧盟燃料市场和

航运市场带来贸易保护，另一方面将加重船队义务

和提高船东成本，使部分老旧船难以应对贸易成本

上升的难题；进而导致船舶在欧盟外部加注困难、中
国的部分船队无法进入欧盟的双重不利结果，这种

双重结果将导致贸易壁垒，最终将影响欧盟的燃料

市场和进出口市场，使贸易保护无效，出现“超前规

范—贸易保护—贸易壁垒—淘汰他国船队—贸易保

护无效”的链条式恶性效应。
以合规义务分配产生的影响为例，欧盟这一合

规义务安排将导致区域内贸易保护，缺乏公平性。
本质上，欧盟合规义务的分配不公实际上可能是为

了保护欧盟内部的燃料供应商。 假使将燃料合规义

务附加给燃料供应商，则欧盟内的燃料供应商可能

因为提供更加清洁的燃料和更易符合合规要求的燃

料而定价高于欧盟外部燃料供应商，这可能导致前

往欧盟的远洋船舶会设法避免在欧盟内部加注燃

料。 为了保护内部燃料供应商的市场竞争力，欧盟

将这一合规义务附加给船公司。 而船公司义务的加

重将导致本就成本激增的部分船队放弃欧盟市场，
形成贸易壁垒，进而导致内部燃料供应商供需失衡，
内部供应商的市场竞争力下行，欧盟的本意无法

实现。
因此，从燃料市场和贸易市场的角度分析，欧盟

的单边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到航运市场中各方需求和

发展现状，规范与技术现状不匹配，严重影响多边国

际贸易和市场竞争，可能出现不利连锁反应。

四、“燃料法规”的中国应对

面对“燃料法规”和国际碳减排趋势，中国面临

避免国内航运企业受损和推动本国航运实质性碳减

排的两大难题。 为了避免中国航运企业的实质性损

失，除了国际谴责和国际诉讼等，更为有效地应对负

面效应的方式是尽快以国际多边合作取代单边措

施，即以 ＩＭＯ 规则取代欧盟规则，消弭单边规则的

效力。 同时，为了实现减排目标，中国应当积极出台

本国碳减排措施。 为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应当重

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碳减排规则中设立旧船船队分层履约

机制

由于欧盟所制定的部分规则没有关注到燃料的

成本和燃料的可获取性，对旧船船队而言可执行性较

弱。 在此背景下，中国可率先设立并积极推动 ＩＭＯ 为

旧船设立分层履约机制，允许已有船舶按照技术层次

分阶段完成燃料替换，按照船舶现行状况设定履约时

限，并规定每年完成技术替换的最低比例，在完成技

术改造一定年限内辅以补助，使其能够在有效的成本

控制内完成新型燃料的更换。
同时，在旧船履行燃料国际标准和旧船拆解等

技术上推行技术合作与转让，实现国际碳减排有赖

于全球性的参与。 在合作路径上，中国可考虑通过

利用“绿色航运走廊”、双边或者多边条约或者共同

发起绿色倡议的方式进行；在合作机制上可考虑以

技术合作和转让协议为对价，通过在两国之间建立

相应的等效减排制度的方式或者统一技术标准体系

的方式实现国际共同碳减排。
（二）明确市场调配的额度

中国应当重视技术、营运和市场三大类航运碳

减排措施之间的平衡，并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减

少技术性规范的市场性措施色彩，或避免在技术性

规范（如燃料规则、技术改造规则和营运规则等）中
提供市场调配的选择；二是统一多层级的市场性措

施，如避免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多层市

场化措施共存，避免多个同质化措施叠加；三是将技

术性措施和营运性措施的比重提升到与市场性措施

相匹配的程度等。 以“燃料法规”为例，“燃料法规”
允许超额完成合规任务的船舶将多余的减排配额出

售给某些无法完成燃料减排任务的船舶，但是这种

市场性激励措施应当是限制性的。 在各国和国际上

碳交易机制仍在实施的情况下，不应当在燃料规则

中再次规定这种市场性措施，以避免双层燃料市场、
大型班轮或者集装箱船额外融资、挤占小型船队市

场占比等市场性弊端。
在关于航运减排的碳交易体系中，市场性措施

同样应该受到限制，以保证市场性减排与技术性减

排之间的合理比重。 中国应当限制完成合规任务的

船舶可参与市场调配的额度，并避免抬高定价的不

正当市场竞争。 相应地，可将超额完成减排任务的

激励机制转变为停泊、岸电等港口支持以及融资倾

斜等；避免规范层面的市场促进的同时，允许无法完

成任务的船队与超额完成任务的船队之间建立商业



９０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４ 卷

互助关系等。
（三）制定燃料合规规则和标准

在限制市场性措施的基础上，中国应当继续关

注燃料碳减排本身的技术性要求，从制度层面上移

除获取合规燃料的障碍。 完善燃料的立法、燃料制

备标准、燃料加注标准和碳捕集技术激励等都将助

力解决国内规范空白的问题，为中国航运企业提供

后备支持。
目前，国际上提出了使用混合燃料（化石燃料、

ＬＮＧ）和发展其他清洁燃料等燃料合规模式，航运业

已经将目光投向以甲醇、生物柴油、氢和氨等为代表

的清洁能源（见表 １）。 为了大力推行这些清洁燃

料，中国应当先行制定替代性燃料入级规则、应用指

南、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 例如，可参考国内外已

有的《船舶应用甲醇 ／乙醇燃料指南》《甲醇 ／乙醇燃

料船舶安全暂行指南》《甲醇燃料船舶入级规则》等
为氨燃料、氢燃料等制定规范化的燃料推行路径。

表 １　 替代性燃料和动力①

燃料 可降低碳排放强度 价格（ ＄ ／ ＧＪ） 可用性与可保存性

ＬＮＧ １０％—２３％② ８．２３—１４．１１ 供应链复杂，但要求低温存储并可能出现甲烷逃逸

甲醇 ６％—１０％ １６．３ 使用可再生资源制造，且可生物降解

氢 １００％ １２ 易得且能量密度高，但要求低温储存（－２５３℃）

氨 １００％ ２８．２ 易得且使用可再生资源制造，但储存占用空间大

燃料电池 ２％—２０％ — 能量密度低，充电时间长

　 　 同时，为了避免技术锁定，中国应当关注适当的

燃料选择与碳减排产业链透明度问题。 尤其是在燃

料推广初期，中国应当建立燃料披露的有关规范并

形成本国监测系统和监测标准，要求船舶企业提供

明确的燃料来源证明并对燃料进行检验，以避免头

部燃料企业的技术垄断，并促进清洁燃料生产集群

技术革新，形成规模生产效应。 在燃料生产及燃料

加注标准层面上，国际上以及美国、欧盟等均已经出

台 ＬＮＧ 船舶加注以及岸基建造标准，如《国际散装

运输液化气体船设备和构造规则》、美国《 ＬＮＧ 生

产、储存和装运标准》等，中国处于起步状态，或可借

鉴上述行业规范和国际通行标准。
中国不仅需要燃料选择层面的前端技术创新，

在船舶上推行碳捕集与封存 （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简称 ＣＣＳ）技术等“兜底”技术对燃料合规性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政策和规范上应当对

ＣＣＳ 技术提供支持。 目前，ＣＣＳ 技术尚未成熟，且效

果尚不稳定，产业链布局不够完善，未来的研发空间

较大。③ 在燃料选择尚存困境时，ＣＣＳ 技术的完善应

当与新型燃料的研发并驾齐驱，政策支持自然也应

当与之同频。

（四）将“绿色航运走廊”倡议法制化

破除贸易壁垒需要国际联合行动，推行“绿色航

运走廊”是航运碳减排方面破除贸易壁垒的优势做

法之一。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英国、美国等 ２２ 个国家共同

签署了《克莱德班克宣言》 （Ｃｌｙｄｅｂａｎｋ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声称要共同建设六条以上“绿色航运走廊”，实现走

廊上的航运净零排放，其是一种与航线结合的国际

绿色合作机制。 中国已经积极响应“绿色航运走廊”
倡议。④

“绿色航运走廊”可通过借助可行的技术、经济

条件和法规监管，融合燃料生产商、船方、货方和监

管机构，在两个港口及其中间港口之间的航运路线

上推行零排放船舶营运。⑤ 走廊与航线供应链和价

值链相结合，但又有明显的“绿色”特色，这就使得在

一条链条上结合了上述所有碳减排的可行性措施。
这种结合方式将打破对区域或者国家内部供应商的

贸易保护壁垒，原因是在特定“绿色航运走廊”航线

上可通过在特定地区生产、加注的方式供应燃料，国
家之间的供应壁垒将被移除。 例如，马士基与中集

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欧洲能源等企业建立合作关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ｈａｄ Ａｌ⁃Ｅｎａｚｉ，Ｅｒｉｃ Ｃ． Ｏｋｏｎｋｗｏ，ｅｔ ａｌ．，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ｕｅｌ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Ｖｏｌ．７：１９６２，ｐ．１９６２⁃
１９８５（２０２１） ．

有学者称如果考虑到运输上游作业的排放，ＬＮＧ 相对于柴油燃料将减少 ５０％排放量。 Ａｈａｄ Ａｌ⁃Ｅｎａｚｉ，Ｅｒｉｃ Ｃ． Ｏｋｏｎｋｗｏ，ｅｔ ａｌ．，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ｕｅｌ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Ｖｏｌ．７：１９６２，ｐ．１９７３（２０２１）．

参见吴何来、李汪繁、丁先：《“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政策分析及建议》，载《电力建设》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第 ３５ 页。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上海港和洛杉矶港共同倡议建立“绿色航运走廊”，上海—洛杉矶航线作为全球航运量最大的货运航线之一，也将在航

运碳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见伊莎贝尔·格利森：《“绿色航运走廊”能解决航运业巨大的碳足迹吗？》，载信德海事网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ｘｉｎｄｅｍａｒｉｎｅ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ｔｏｐｉｃ ／ ｙａｚａｉｓｈｕｉｇｕａｎｌｉ ／ ３８０６３．ｈｔｍ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ｏｒｕｍ，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Ｗａｖｅ：Ｇｒｅｅｎ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Ｇｌｏｂ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ｏｒｕｍ，２０２１，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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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将在中国、北美建立工厂生产特定燃料，供给跨

太平洋航线的“绿色航运走廊”上的船舶。① 同时，
“绿色航运走廊”激励船方与货方之间进行配合，如
此一来，货方也被置于航运碳减排的链条之中，通过

作出使用减排船舶等承诺参与减排。 一方面，成本

将在两方之间进行灵活转移，减轻船方的改进负担；
另一方面，两方之间同受碳减排安排约束的模式将

减轻不适航等争议下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
中欧之间应当寻求协同推动“绿色航运走廊”的

进路，将“绿色航运走廊”的倡议发展为政府间协议

和区域间协议，有必要考虑以下制度安排：统一规制

思路，即这一倡议是否要对船舶技术、营运措施作出

明确限制，如是否要限制使用特定燃料，也就是把握

规则的灵活性；统一定义，比如合意定义清洁燃料的

范围是仅包含完全清洁的燃料还是也包括工业制备

的清洁燃料，实质上是指对于碳排放生命周期的定

义；探索制定“绿色航运走廊”上的标准合同范本或

者标准合同条款，为走廊上的船方和货方提供燃料

选择范本、碳交易配额条款和技术替代条款等，从政

府间合作下沉至企业层面的合意，使“绿色航运走

廊”实现公私合作。 “绿色航运走廊”的建设还需要

一些综合性监管措施来设置最低市场门槛和达成最

显著的碳减排效果，以避免沦为虚设。 走廊上的货

主和船主可分别建立需求联合机制，通过登记和信

息共享，最大化利用走廊上的信息整合优势，为货主

减少不符合比例的、因船舶脱碳技术改造而产生的

成本，而小型船队也更有机会融入碳减排潮流中。
对于中欧而言，欧盟完善的制度规范或许会助

力中欧共建“绿色航运走廊”，对欧盟而言扩展了其

规则的国际法合法性，而对中国而言将有助于获取

清洁燃料和进行研发合作。
（五）将补贴和保险支持制度化

１．制定多层面补贴制度

未来推广清洁燃料不光是通过监督和惩罚机制

督促清洁燃料的使用，更需要通过激励机制激励清

洁能源的使用。 第一，在政策层面上体现激励措施。

中国首先应当建立相关制度保障，简化审批程序以

及监督 ＬＮＧ 动力船的建造，将前端服务与末端监督

相结合，可以借鉴欧盟针对莱茵—美因—多瑙河域

ＬＮＧ 水上运输的“欧洲 ＬＮＧ 总规划”。② 第二，大型

改造有赖于政府补贴，可通过财政补贴平衡环境治

理与企业成本间的矛盾，对新船和改造船提供补贴，
避免船舶企业动力不足的问题。 同时，中国目前对

ＬＮＧ 动力船没有税收减免政策，或可学习日本、欧盟

等给予税收减免，如在挪威，ＬＮＧ 动力船可以享受大

幅度减免氮氧化物排放税的优惠政策。③

２．通过碳交易保险兜底航运碳减排风险

新型船舶和海上作业方式可能会对传统的保赔

保险提出挑战：安装、建造、维护或拆卸海上风力发

电场的操作所产生的风险，似乎不适合与那些直接

从事传统货物运输的人共同承担；在港口实施岸电

系统时，进港关闭发动机等操作或许会对停泊带来

风险。 如保险业可以根据船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收

取不同的保费，从保险层面促进船厂对船舶碳排放

的关注；或者出台碳交易信用保险，将碳排放交易合

同中约定的排放数量作为保险标的等。④

五、结语

虽然目前国际上已经对减少碳足迹和实现碳中

和达成共识，但是碳减排过程是环境与经济之间的

博弈过程，其进程要与国家经济相适应。 面对欧盟

航运碳减排的措施，应当从规则本身和规则的外部

效应两个方面评价其对国际航运的影响。 从规则本

身来看，欧盟燃料规则丰富了其航运碳减排措施体

系的技术性规则，且这种规则与 ＩＭＯ 的立法趋势契

合；但是其规则存在实践性较差、义务分配不公等弊

端。 从国际航运的角度来看，这种超前规则会导致

贸易壁垒。 总之，欧盟的措施应当在助力航运碳减

排与关注国际多边贸易之间寻求平衡，避免通过碳

减排措施敛财。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应当以此

为鉴制定“中国方案”，促进本国规则与 ＩＭＯ 国际规

则的融合。

①
②

③
④

参见赵博：《“绿色航运走廊”改变了什么》，载《中国船检》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第 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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